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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意义意义】】深水重力流沉积物是气候极端事件和古地震等构造活动的有效记录者，也是全球新增油气储量和产量的最重

要来源之一。由于其发生过程的事件性和发生场地的特殊性，深水重力流沉积过程的实地观测难度大，沉积模拟成为理解和认

识深水重力流沉积动力过程和沉积规律的最重要手段。【【进展进展】】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系统梳理，从物理模拟和数值模拟两个方面，

综述深水重力流沉积模拟的研究进展，籍此归纳深水重力流沉积过程与沉积规律的认识和发展方向。首先，总结了沉积物理模

拟实验的原理、监测技术和实验室建设进展，明确了流体的物质组成与含量、流态或能量差异对深水重力流形成、搬运与沉积过

程的影响，以及深水重力流单独发生及受到等深流等外来流体影响下的沉积单元响应特征。其次，综述了深水重力流数值模拟

发展历程、已有模拟平台及其在流体结构、水动力参数及复杂地貌影响下的沉积过程数值模拟等方面的进展。【【结论与展望结论与展望】】物

理模拟受实验室时空尺度的明显限制，沉积过程的水动力参数难以满足真实世界。数值模拟方法虽满足了模拟尺度与真实模

型一致的要求，但受计算流体力学理论研究限制，在高浓度颗粒运动、浊流对底床侵蚀等过程刻画效果仍不理想。未来深水重

力流沉积模拟将在多学科交叉合作基础上，在关键节点物理模拟结果约束下，利用数值模拟的连续性结果，进一步深化深水重

力流沉积机理，为深水油气勘探及地质灾害预防提供新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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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深水重力流是由重力驱动的[1]，富含陆源碎屑的

高密度流体[2⁃3]，其携带的大量陆源碎屑在海底形成

了地球上最大的复合沉积体[4]，储存了全球35%的深

水油气资源[5]。现代海底监测显示，一期重力流事件

可以携带超过 150 km3的沉积物，以 19 m/s的速度运

行[6]，对海底通信电缆及输油管道安全具有重大威

胁[7]。此外，深水重力流可以将大量陆源和海洋的有

机碳输送至深水环境，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实现碳循

环的中转和汇聚，有助于调节全球气候[4, 8⁃9]。深水重

力流具有典型的事件性特征，可以由火山喷发[10]、地

震活动[11⁃12]、风暴[13- 14]、洪水[15⁃17]等多种作用触发。因

此，重力流沉积也是地质历史时期洪水、火山或古地

震等极端事件的有效记录者。最新研究指出，重力

流也可不需要明显的外部触发机制[18]，超低浓度（沉

积物含量约 0.07 kg/m3）的羽流自加速同样可以形成

深水重力流[19]，因此深水重力流的发生可能远比想象

中更为频繁。

自 1888年Forel[20]报道日内瓦湖密度流以来，重

力流研究迅速发展。时至今日，众多学者在重力流

的沉积类型[21⁃24]和沉积模式[25⁃26]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Middleton et al.[21]根据颗粒支撑机理将重力流

划分为碎屑流、颗粒流、液化流和浊流 4 种类型；

Lowe[22]依据流体流动状态，将浊流进一步分为高密度

浊流和低密度浊流；Talling et al.[23]根据流体黏土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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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流变学特征将碎屑流分为黏性碎屑流和非黏性碎

屑流（砂质碎屑流）；Baas et al.[24]发现随着重力流中

黏土含量的增大，会出现一种介于牛顿流体和非牛

顿流体之间的过渡型流体；Walker[25]结合古代露头和

现代实例，提出了经典的海底扇模式；Shanmugam[26]

总结了斜坡环境下滑塌型重力流的演化过程，建立

了以碎屑流为主导的斜坡扇模式。近年来，由盆外

洪水入海（湖）形成的洪水型重力流（异重流）引发了

新一轮的重力流研究热潮[27⁃29]。事实上，重力流沉积

过程极为复杂，触发机制[16,30⁃31]、流体性质[23,32]、先存地

貌[33⁃36]等多种因素都可能导致沉积产物的巨大差异，

经典的沉积模式并非“万能模板”，新的问题要求研

究者们采取针对性的研究手段，提出更合理的解释。

传统的重力流研究主要依靠野外露头、钻井、地

震等手段，以静态沉积现象分析为基础从而对沉积

产物的形成过程[37⁃39]、影响因素[40⁃43]、分布模式[26,44]进行

解释。现场观测能够直接获取真实尺度下的动态数

据，但限于深水重力流沉积事件的偶然性和发生场

所的特殊性，现场流体监测难度较大。相比之下，沉

积模拟实验能够在不同尺度下通过控制边界条件，

再现各种自然环境中的沉积过程和水动力特征，是

理解和认识深水重力流沉积动力过程和沉积规律的

最重要手段。本文在国内外深水重力流沉积模拟实

验相关文献调研的基础上，系统梳理重力流沉积模

拟发展历程，从重力流沉积模拟的实验理论、实验技

术、关键应用和最新进展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

能够推动国内重力流沉积模拟研究，更好的服务于

深水油气勘探。

1 深水重力流物理模拟 
1.1　深水重力流物理模拟发展历程　

重力流沉积物理模拟实验起源于 20世纪初，至

今已有 100余年的历史。根据不同时期物理模拟实

验的主要关注点，可以将其分为以下 4 个阶段

（图1）。
1960 年之前，沉积现象观察阶段。1914 年，

Gilbert[45]通过水槽实验观察到了类似牵引毯（traction 
carpet）的构造，将其称为跃变层（saltation layer），此

外他还观察到沉积物浓度自下而上逐步递减的现

象。Kuenen et al. [46]于 1950 年开展了第一次浊流实

验，认识到浊流在深海沉积物输运的重要性，提出递

变层理是浊流的重要标志，促进了浊流理论的诞生，

被誉为“沉积学研究的一场革命”。

1960—1980年，沉积底形及沉积构造研究阶段。

Simons et al.[49]基于明渠流水实验讨论了底床粗糙度

对冲积河道底形的影响，总结了不同流态（上部流

态、下部流态和过渡态）的底形特征。尽管该研究目

标并非是针对深水重力流沉积，但作为首次系统性

的水槽底形实验研究，激发了重力流沉积底形的水

槽研究热潮；此后，Middleton[50]开展了涌浪型重力流

模拟实验，将涌浪型重力流分为头部、体部和尾部，

还观察到了高浓度浊流的粗尾递变（coarse-tail 
grading）构造。

1980—2000年，沉积机理及沉积过程研究阶段。

Southard et al.[52]提出密度流自悬浮（auto suspension）
这一概念，讨论了粒度和坡度对沉积物自悬浮能力

的影响；Postma et al.[54]通过水槽实验研究了高密度浊

流的分层性，发现高密度浊流实际包含下部塑性层

流状的碎屑流和上部稀性浊流两种性质各异的流

体；Kneller et al.[55]再现了浊流在封闭盆地边缘遇到

障碍物后的反射过程，提出了边缘斜坡上内孤立波

（internal solitary waves）的形成机制；Mohrig et al.[57]基

于模拟实验证实了滑水作用（hydroplaning）的存在，

为水下碎屑流和滑块在低坡度下的长距离搬运提供

新解释；Marr et al.[58]利用水槽实验讨论了黏土矿物

对水下碎屑流流体演化的控制作用，研究发现不同

类型的黏土矿物形成碎屑流的下限浓度差异较大，

蒙脱土最低仅需 0.7%的质量分数即可形成碎屑流，

而高岭土则需7%。

2000年至今，沉积—地貌动力学定量研究阶段。

高精度监测仪器的快速发展，使得深水重力流水槽

实验逐渐转向定量阶段。Ilstad et al.[32]基于不同黏土

含量条件下重力流模拟实验，讨论了黏土矿物含量

对重力流流体类型、流速剖面及沉积厚度分布的影

响；Lamb et al.[61]基于异重流沉积模拟实验指出平均

深度的异重流流速与河流洪水流量变化相关性较

差，而沉积物中的粗细颗粒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多

重流动的速度波动和河流流量大小；de Leeuw et al.[64]

认为早期堤岸沉积的形成可能是受控于平坦斜坡上

的浊流自生过程，而非浊流漫溢产物；Pohl et al.[66]提

出了新的流动机制——流动松弛用以解释海底水道

—朵体过渡带大量沉积底形的发育机制；Miramontes 
et al.[67]通过水槽实验再现了重力流—等深流交互体

系中重力流水道的单向迁移过程，总结了等深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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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对堤岸沉积的影响。中国方面，刘忠保等[59]重现了

陡坡带砂质碎屑流的形成过程，指出斜坡长度、基准

面的相对变化控制了碎屑流沉积体的发育规模和发

育部位；鄢继华等[60]模拟了不同触发条件下三角洲前

缘浊积砂体的形成过程和分布规律。

1.2　重力流沉积物理模拟实验理论与技术　

1.2.1　物理模拟实验原理　

物理模拟实验的关键是要解决模型与原型之间

相似性的问题，实验过程中必须遵从相似性理论。

模型与原型之间必须遵守的相似理论包括几何相

似、运动相似及动力相似[70]。

几何相似是保持实验模型的几何形状、大小与

实际原型相似；同时，实验样品的物理和力学特性，

如密度、粒度、磨圆度等，应与原型相匹配。运动相

似要求实验过程中流体运动状态和实际情况相似。

此外，保持模拟实验与实际地质过程的时间尺度相

似，有助于确保实验结果能够准确反映实际流体流

动行为。

图 1　深水重力流沉积物理与数值模拟研究阶段划分与主要进展

Fig.1　Phase division and main progress of physical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eep⁃water gravity flow 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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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相似要求实验中液体和颗粒之间的流动和

相互作用的动力行为与实际流体的动力行为相似。

经典的浊流模拟实验用弗劳德数（Fr，表征为流体动

量和重力之比）以及雷诺数（Re，表征为动量和黏性

力的比值）描述浊流运动的动力特征，实验过程中一

般保证Fr与自然值接近，Re高于层流的阈值以保证

紊流状态。然而，该方法忽略了对颗粒运动状态的

描述，不能确保颗粒主要以悬移态运动。de Leeuw 
et al.[64]用希尔兹数（τ*，湍流剪切应力与重力的比值）

和颗粒雷诺数（Rep）描述颗粒运动状态，并结合重力

流海底监测和水槽实验资料[71⁃77]，建立颗粒运动机制

图版以约束重力流沉积模拟实验中的动力边界条

件，从而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图2）。
1.2.2　监测技术　

重力流物理模拟研究中实验数据的采集主要可

分为三类：水下流速测量、悬移质浓度测量和沉积地

貌扫描。水下重力流的速度场是物理模拟实验最关

注的参数之一。目前水槽实验中主要的测速方法可

分为多普勒测速和粒子成像测速两类，其中多普勒

测速法依据测量原理和测量范围又可分为激光多普

勒测速（LDA）、超声多普勒测速剖面（UDVP）和声学

多普勒测速（ADV）[78]。LDA侧重于高空间分辨率的

点测量，ADV则注重于高时间分辨率的瞬时三维点

测量，UDVP可以实现垂直剖面的流速监测。粒子成

像技术（PIV）利用高速相机捕捉示踪粒子的运动信

息，可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高精度流场数据，但仅适

用于低浓度二维水槽或重力流沉降实验[78]。此外，悬

移质浓度测量、沉积地貌扫描等技术也是重力流沉

积物理模拟实验的关键手段，对重力流定量化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

1.2.3　国内外重力流物理模拟实验室　

20世纪中期以后，重力流沉积模拟迅速发展，以

美国、英国、荷兰等发达国家为代表，全球各大科研

机构相继建立了一批重力流沉积模拟水槽实验平台

（表1）。国外重力流物理模拟水槽实验类型多样，研

究内容广泛，在重力流流体结构、沉积过程、砂体分

布等方面涌现出一批代表性成果。如杜伦大学的

Matthieu Cartigny团队对超临界重力流底形和水跃作

用 进 行 了 深 入 研 究[63,80]；乌 德 勒 支 大 学 的 Joris 
Eggenhuisen团队基于水槽实验对浊流与深水地貌之

间的作用机制提出了新的见解[66⁃67,74⁃75]；Jaco Baas团队

在利兹大学期间专注于细粒黏性重力流物理特性和

沉积特征[24,76,88]；Gary Parker 团队在明尼苏达大学期

间针对浊流的沉积物输运过程和形态动力学开展了

一些基础性研究[89⁃92]。

20 世纪 70—80 年代长春地质学院和中科院地

质所率先揭开了中国沉积物理模拟研究的序幕。随

后，由于国内油气勘探的需求，长江大学建立了

CNPC湖盆沉积模拟实验室。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也开始各自筹建沉积物理模

图 2　颗粒运动状态示意图（据文献 [64]修改）

Fig.2　Motion state diagram of particles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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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实验室。当前我国的重力流沉积物理模拟研究主

要关注于砂体发育特征及分布规律[59,93⁃95]，对沉积动

力过程和地层动力研究比较缺乏，同时相应的监测

设备较为落后，定量化与自动化程度较低。由于逐

渐认识到物理模拟实验对沉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

要性，目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成都理工大学等高

校正在筹建现代化沉积物理模拟实验平台。

1.3　重力流沉积物理模拟研究主要进展　

1.3.1　物质组成对流体性质的影响　

沉积物组成是决定流体性质的最基本参数，流

体的沉积物浓度、砂泥比、黏土类型、颗粒大小等对

流体性质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沉积物浓度直接决定了重力流流体类型，随着

沉积物浓度的降低，碎屑流总是趋于向浊流转化。

一般认为，高密度浊流的体积浓度应大于6%或流体

密度大于 1.1 g/mL[46]；当沉积物体积浓度达到 25%
时，流体紊流受到完全抑制最终转化为碎屑流[26]。沉

积物颗粒大小对流体类型与运动状态同样具有重要

影响。Elerian et al.[85]发现较大的颗粒粒径会显著降

低浊流的锋面速度和搬运距离，而颗粒浓度一定程

度上可以中和颗粒尺寸对浊流运动的影响，浊流浓

度足够高时，颗粒尺寸对浊流运动的影响已经微乎

其微。此外，粗颗粒相较于细颗粒更易形成碎屑流，

且搬运距离更远[59]。黏土矿物和有机质作为流体内

聚力的直接来源，能够有效的抑制浊流的紊流性质，

使流体向层流性质的碎屑流转变[23]。最新研究发现，

浊流与碎屑流之间存在着流体性质介于紊流和层流

之间的过渡型流体[96]。随着黏土矿物的增加，浊流会

逐步转化为紊流增强过渡流、上过渡塞流、准层状塞

流等过渡型流体，并伴随独特的底床类型[97⁃98]。然

而，不同类型的黏土矿物由于物质组成和分子结构

的差异，其吸水膨胀能力显著不同，蒙脱土的亲水性

可达高岭石的60倍[99]。水槽实验指出蒙脱土最低仅

需 0.7%的质量分数即可形成碎屑流，而高岭土则需

7%的质量分数[58]。

1.3.2　沉积地貌单元与重力流交互　

经典的海底扇模式由深水水道、堤岸、朵体以及

水道—朵体过渡带等组成[25,100]。重力流通过其强大

的侵蚀搬运能力塑造不同的沉积单元，沉积单元又

因其内部的形态差异反作用于流体运动过程，两者

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重力流研究的重点内容。

深水水道是深海沉积物输送的主要途径[101]，其

内部充填物记录了源区古气候变化[102]，同时也是良

好的油气储层[103]。Keevil et al.[104]通过弯曲水道模拟

实验指出深水水道的次级流动对沉积物分配具有重

要影响，深水水道处的次级流动有利于堤岸外侧粗

粒沉积物堆积。Kane et al.[71]认为深水水道中的大型

不平衡流动导致水道外弯处沉积大量泥沙，使水道

短暂变直，进而增强了深水水道的平面稳定性，使其

不易像陆上河道频繁发生截弯和决口（图3a）。
水道—朵体过渡带是连接深水水道和深海盆地

的过渡性区域。当浊流离开水道进入深海盆地，流

体失去水道的侧向限制发生横向扩散，进而增加了

水体的整体摩擦，导致流体减速和悬浮沉积物沉降，

并在水道末端堆积形成朵体复合体。然而，多地海

底观测在水道—朵体过渡带发现的冲刷场（scour 

表1　全球主要重力流沉积模拟实验室

Table 1　Global major gravity⁃flow sedimentary simulation laboratories
所属机构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加州理工学院

杜伦大学

乌得勒支大学

利兹大学

邓迪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

印第安纳大学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京都大学

明尼苏达大学

长江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实验室名称

形态动力学实验室

地球表面动力实验室

沉积动力实验室

Eurotank水槽实验室

Sorby环境流体动力学实验室

流体力学实验室

周文德水文实验室

页岩实验室

水利工程实验室

水利工程实验室

水槽实验室

圣安东尼瀑布实验室

湖盆沉积模拟实验室

油气勘探实验教学中心水槽实验室

研究方向

深水沉积过程

地球表面侵蚀、运输、沉积过程

三角洲、深水沉积动力学

浊流/碎屑流体系

浊流动力学

河岸工程、重力流体系

流体力学与水力学

泥页岩沉积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重力流体系

流体力学与水力学

河湖体系沉积

三角洲—重力流沉积

代表人物

Marr et al.[58, 79]

Lamb et al.[61]

Cartigny et al.[63, 80]

Eggenhuisen et al.[66⁃67, 74⁃75]

Baas et al.[76, 88]

Wilkin et al.[81]

Sequeiros et al.[82⁃83]

Schieber et al.[84]

Elerian et al.[85]

Nomura et al.[86]

Ono et al.[87]

Parker et al.[89⁃92]

刘忠保，张春生等[93⁃94]

鄢继华等[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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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构造[105⁃108]，表明水道—朵体过渡带可能并非以

沉积作用为主。Komar[109]认为冲刷场的形成是由于

浊流失去限制性后，流体从超临界流向亚临界流转

变，伴随而来的水跃作用增强了流体的侵蚀能力。

Pohl et al.[66]在室内水槽实验中并未发现水道—朵体

过渡带的水跃作用及其伴生的流厚突然增加现象[76]。

结合实验结果，Pohl et al.[66]提出流动松弛机制用来解

释冲刷场现象（图 3b）。当浊流离开水道后，流体失

去横向限制向两侧扩散，流速整体降低，但流体厚度

减薄的同时也导致浊流头部最大流速深度相应降

低，进而导致靠近底床的流体剪切速度增大（图3c），

由此增强了浊流的基底剪切能力，有利于冲刷场的

形成。

1.3.3　重力流与等深流交互　

深水环境主要发育重力流和等深流两种沉积物

输送机制。重力流是一种瞬时、高能的事件性流体，

而等深流则是受地球自转作用力影响而产生的持续

存在的低能流体。等深流可以改造先存或正在沉积

的重力流水道，形成等深流—重力流混合沉积体

系[110⁃112]。

Miramontes et al. [67]通过水槽实验再现了重力流

水道的单向迁移模式。当浊流和等深流同时处于活

跃时期，一定强度的等深流可以使浊流发生偏移和

不对称溢出，在盆地下游形成不对称的堤岸系统。

同时，等深流流速对堤岸发育程度具有重要影响，流

速越快，上游堤岸沉积越厚，下游堤岸沉积越宽，并

导致水道向上游迁移（图4a~d）。Fedele et al.[113]发现

重力流水道的迁移方向取决于等深流流体底部厚度

与重力流水道深度的相互关系。当等深流底部边界

层厚度远小于重力流水道深度时，等深流会完全落

入重力流水道，在水道上游处，流体加速下滑，造成

侵蚀；下游处，流体减速爬升，并逐渐沉降，由此导致

了重力流水道沿等深流流向反向迁移（图 4e）；当等

深流底部边界层厚度接近或大于重力流水道深度

时，等深流底部边界层会在水道上游发生分离，等深

流携带的物质就此沉降，流经水道下游时，底部边界

层与上部等深流附着并收缩，并可能促进沉积物的

改造和侵蚀，这种情况下重力流水道顺着等深流流

动方向迁移（类似于沙丘迁移）（图4f）。
1.3.4　超临界浊流及其底形　

超临界浊流是指密度弗劳德数（FrD）大于 1的，

可通过水跃作用转化为亚临界流的深水重力

流[109,114⁃115]。研究表明，超临界浊流与海底峡谷[80,116]、

深水水道[117⁃118]、周期阶坎[119]等海底地貌的形成密切

相关。然而，由于其强大的侵蚀能力，超临界浊流留

下的地质记录相对较少[63]，导致人们对其理解仍然

有限。

Sequeiros[82]基于历年的水槽实验和现场观测数

图 3　不同沉积单元内部重力流沉积—动力特征
（a）平衡流动和不平衡流动对深水水道的改造（据文献[73]修改）；（b）流动松弛机制（据文献[66]修改）；（c）浊流失去限制性时的水动力参数（据文献[66]修改）

Fig.3　Sedimentary⁃hyd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gravity flow in different sedimentary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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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指出当底床坡度大于 0.5°时，浊流就具备了转化

成超临界流的条件。随着弗劳德数的增大，超临界

流底形依次向着逆行沙丘、不稳定逆行沙丘、冲坑和

冲槽、旋回阶坎转变[63]。其中逆行沙丘和旋回阶坎作

为该过程的两大稳定单元，其沉积记录在海底观测

中多有发现。水跃（hydraulic jump）作用是超临界流

向亚临界流的突然过渡，其特征是流体厚度急剧增

加，流速下降，流体能量大量损失。Cartigny et al.[63]提

出在不考虑流体或沉积物夹带的前提下，用共轭深

度比（水跃前超临界流厚度/水跃后亚临界流厚度）来

衡量水跃强度等级，将其分为波状水跃、弱水跃、振

荡水跃、稳定水跃、强水跃五类（图 5）。水跃作用的

内部结构受控于共轭深度比，共轭深度比越大，水跃

过程中的能量损失越大。

Ono et al. [87]通过水槽实验研究了涌浪型浊流中

水跃作用对底床形态、粒度分选的影响。单期涌浪

型浊流可以在一个旋回阶坎的迎流面下部形成多次

冲刷，浊流的头部、体部和尾部可以在迎流面不同位

置产生水跃，从而形成多期冲刷充填体，随着旋回阶

坎向上游逐渐迁移，同时产生向上变细的沉积序列。

该研究为海底旋回阶坎中含多重冲刷特征、向上变

细的浊积岩序列[120]提供了一种新的成因解释。

2 深水重力流数值模拟 
深水重力流数值模拟是通过数学方法来研究和

预测重力流运动行为[121]。其原理基于牛顿力学和流

体力学的基本方程（包括质量守恒方程、动量守恒方

程和能量守恒方程）[78]。重力流数值模拟能够在多个

尺度上再现重力流沉积演化过程，明确重力流流体

动力参数的时空变化，还可以预测海底扇发育模式

与构型样式，指导深水油气勘探。由于高浓度流体

需要考虑颗粒之间的碰撞运动，极大程度上增加了

运算的工作量，目前深水重力流数值模拟研究主要

集中在低密度浊流领域。

2.1　重力流数值模拟发展历程　

1980年之前，经验公式和简化模型阶段。1845
年，用于描述黏性不可压缩流体动量守恒的纳维—

斯托克斯（Navier-Stokes，N-S）方程就此问世。虽然

N-S方程理论上可以描述湍流在三维时空内的全部

流动细节，但由于湍流瞬时运动的极端复杂性，基于

N-S方程的直接数值模拟方法仍然极具挑战性。为

了便于计算机求解，科学家们开始提出简化的计算

模型。1952 年，Kuenen[47]首次运用切奇公式评估了

1929 年纽芬兰大浅滩的浊流事件 。随后，Ellison et 

图 4　重力流水道迁移模式
（a~d）单向迁移模式（据文献[67]修改）；（e，f）水道双向迁移模式（据文献[113]修改）

Fig.4　Migration mode of gravity flow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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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48] 提出了基于 N-S 方程简化的深度平均模型

（Depth-averaged moded），该模型假设流体在垂直方

向上的性质变化不显著，允许通过垂直积分来计算

流体动力参数。Chu et al.[51]选取深度平均模型，并根

据弗劳德数的变化，将浊流的运动过程分为流动建

立、均匀流动、水力跳跃和流动衰减 4个阶段。基于

平均深度理论，Parker et al.[53]推导出描述浊流动力学

的层平均运动方程，再现了浊流的自加速效应；此

后，一些研究者开始将盒子模型[56,122]用于重力流数值

模拟，并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事实上，浊流存在

显著的分层结构[54]，平均深度模型只能描述浊流平面

上的运动过程，而忽略了垂直方向上的运动，限制了

计算结果的适用性。

1980—2000年，二维混合模型阶段。1980年起

重力流数值模拟理论迅速发展，形成了以雷诺平均

数值模拟（Reynolds Average Navier-Stockes，RANS）、

大涡模拟（Large Eddy Simulation，LES）、直接数值模

拟（Direct Numerical Simulation，DNS）为主的 3 类模

拟方法。其中RANS的核心思想是应用湍流统计理

论，对N-S方程进行时间平均，从而计算得到时均流

场数据[123⁃124]。由于雷诺平均方程并不封闭，需要引

入雷诺应力的平均模型[83]。该法可以提供运动的平

均物理量，满足大多数工程计算需求，但在处理强剪

切（靠近墙壁或障碍物）以及低至中等雷诺数流动的

区域时计算效果不佳[125⁃126]。大涡模拟通过特定的滤

波函数将湍流的瞬时运动分解为大尺度运动和小尺

度脉动，大尺度运动通过N-S方程直接求解，小尺度

脉动通过特定的湍流模型进行简化计算[127]。该方法

能够得到流体瞬时运动的脉动量，但其计算量也远

高于RANS法[128]。此外，为了获取更高精度的模拟结

果，一些研究者开始采用直接数值模拟求解湍流方

程的全部参数，但由于湍流运动的复杂性，需要极高

的计算资源，且不适用于较高雷诺数的浊流运动模

拟[69,129]。

2000年至今，高分辨率三维数值模拟阶段。随

着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显著提升，科学家可以进行高

分辨率的三维重力流数值模拟。这使得对复杂地

形、多粒度分布以及流体—固体相互作用等的高精

度模拟成为可能。如 Howlett et al. [130]利用数值模拟

技术研究非限制性浊流对海底褶皱地貌的响应机

制，观测到了浊流的开尔文—亥姆霍兹不稳定性和

水跃现象；Abd et al. [131]模拟了尼日尔三角洲大陆斜

坡的海底浊流运动，预测了浊流演化过程和不同粒

级颗粒的空间分布。此外，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

术被逐渐引入到重力流数值模拟中[132⁃134]。这些技术

有助于优化模型参数，识别模式，甚至预测未知条件

下的沉积过程。

2.2　重力流数值模拟平台　

重力流数值模拟起源于 20 世纪中期[48]，作为一

种重要的工程和科学研究手段，被广泛用于海洋工

程灾害评估[135]、河流泥沙运移[136⁃137]、油气勘探[138⁃139]等

领域。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和模拟目标，众多研究

机构或商业公司开发了各具特色的重力流数值模拟

平台。

Flow-3D是一款由美国Flow Science公司开发的

商业计算流体动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图 5　水跃作用的形态和水动力结构（据文献 [63]修改）

Fig.5　Morphology and hydrodynamic structure of hydraulic jump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63])

834



第3期 耿军阳等：深水重力流沉积模拟研究进展与展望

CFD）软件。它基于有限体积法建立三维模型，采用

多相漂移通量流法预测浊流运动。Flow-3D将泥沙

扩散视为连续相，计算流体空间体积浓度。Flow-3D
可以监测浊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流动特征，包

括流动密度、沉积物浓度、粒度离析、空间平均速度

场、内部剪切应变率（湍流强度）、动态黏度和底部剪

切应力等[140]。

Fluent 软件起源于谢菲尔德大学的 Boysan 
et al.[141]开发的CFD代码，后被ANSYS公司收购，并整

合为ANSYS Fluent。目前，Fluent已成为应用最为广

泛的商业CFD软件之一。Fluent软件基于有限体积

法，将流动区域离散化为有限体积，并通过求解连续

方程、动量方程和能量方程等基本方程来模拟浊流

的流动和传输过程。Fluent软件支持GPU并行计算，

能够显著降低浊流数值模拟的计算时间[142]。

Delft3D是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开发的开源流体动

力模拟软件。该软件基于泥沙水动力方程，可以实

现沉积物输运和地貌演变的三维模拟。Delft3D侧重

于河流、三角洲、浪控等的沉积模拟，同时也可用于

预测深水重力流的运动过程和水动力特征[143⁃144]。

CATS（The Cellular Automata for Turbidite Systems）
是由法国石油研究院开发的一款用于模拟浊积岩储

层的结构和空间分布的工业软件。该软件基于势

能、动能平衡和扩散原理，以临近单元（元细胞自动

机）之间的局部规则对给定地形的浊流流动进行建

模。CATS软件无需求解复杂的水动力方程，计算量

小，模拟时间短，对浊积体内部结构刻画效果

较好[138]。

Sedsim（Sedsim Forward Stratigraphic Modelling）
软件是由斯坦福大学在 20世纪 80年代开发的三维

地层正演模拟软件。Sedsim软件基于简化的N-S水

动力学方程，能够在地质和工程时间尺度上模拟地

层或盆地形成过程。Sedsim 软件可以模拟构造、海

平面变化、气候等因素影响下的多类型沉积过程，广

泛应用于油气勘探预测中[145]（表2）。
2.3　重力流数值模拟软件研究主要进展　

2.3.1　重力流流体结构和水动力参数　

三维数值模拟可从不同尺度、不同角度系统对

比分析浊流的动力学特征。模拟过程中可以对关键

参数进行连续监控，分析其变化所伴随的沉积响应。

Salinas et al.[68]基于重力流数值模拟发现，超临界浊流

具有近床层和界面层组成的双层结构，两层流体都

表现为高度湍流特性，垂向最大流速出现在近底床

层和界面层的交界处（图6a，b）；相比之下，亚临界浊

流（体部）自下而上由近床层、中间层、界面层组成。

其中仅近床层具有高度湍流性质，该层沉积物具有

良好的混合，向上流体雷诺数减低，至界面层时已与

环境水体层出现明显的光滑界线[68]（图 6c，d）。研究

表明，亚临界流体的三层结构可能与海底水道中浊

流的超长体部的形成有关[68]。

密度弗雷德数是区分超临界浊流与亚临界浊流

的关键参数，通常认为超临界浊流的密度弗劳德数

大于 1，亚临界浊流的密度弗劳德数小于 1。Huang 
et al.[146]提出重力流的临界密度弗雷德数不一定是一

个恒定值。根据周围流体的夹带程度和重力流的密

度变化，重力流的临界密度弗雷德数存在 3种情况，

大于1，不存在或小于1。此外，传统观点认为异重流

入水后，沉积物颗粒的不断沉降会降低异重流的密

度，导致异重流的搬运距离较短。然而最新研究显

示，沉积物颗粒—盐的扩散率差异可以使异重流转

为含盐浊流，异重流损失沉积物的同时会从环境水

体（海水）中吸收相应的盐分，从而维持异重流的密

度稳定，并能够搬运至相当长的距离[147]。

2.3.2　复杂地貌下重力流的沉积过程及分布特征　

数值模拟可以提取地下地貌数据，构建多样化

的地质模型，再现深水地貌与重力流沉积的交互过

程，并揭示有利沉积体的分布规律。褶皱和断层作

为挤压构造背景下产生的典型地貌，广泛存在于陆

相断陷湖盆和深海构造活跃带，深刻控制着海底沉

积物的运输和沉积[34]。Howlett et al.[130]通过数值模拟

总结了非限制性浊流对褶皱地貌的响应模式。根据

褶皱地貌与浊流的相对大小，可分为大褶皱小浊流

和小褶皱大浊流两种模式（图7a，b）。当褶皱地貌远

小于浊流体积时，浊流主体能够越至褶皱后翼，发生

水跃作用导致浊流减速、颗粒沉降，在褶皱后翼前

缘、后翼反斜坡、褶皱前翼形成明显的沉积区；当褶

皱地貌远大于浊流体积时，浊流主体在褶皱前翼减

速沉积，少量低密度流体越过褶皱后翼并发生水跃

作用。Ge et al.[65]通过数值模拟揭示了真实尺度下浊

流流经正断层地貌时的沉积过程和沉积模式（图

7c~e）。研究发现该模式与传统的斜坡扇模型[26]存在

较大差异：受断层地貌影响，砂体成斑状分布，自上

而下可分为四个主要沉积区：浊流出口堆积区、下盘

边缘堆积区、断层顶部堆积区以及上盘顶部堆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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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浊流的沉积过程中，开尔文—亥姆霍兹界面的不

稳定性引起了流速大小和泥沙浓度的三维波动，进

而调节了沉积物的分配。

2.3.3　海底扇发育模式及形态动力学研究　

海底扇的形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其表面移动

的水道动力学。Wahab et al.[69]通过数值模拟归纳了

密度弗劳德数（FrD）和劳斯数（p）控制下的海底扇 3
种发育模式。类似于刚果现代扎伊尔扇体系[148]（图

8a），亚临界海底扇（FrD<1，p<0.055）以内部不对称的

分支水道为特征，该模式中砂质沉积物主要富集在

水道内部，粉砂—泥质沉积物发育在堤岸、朵体和外

扇部位（图 8b，c）；墨西哥湾第四纪东部断陷盆地 IV
号海底扇属临界海底扇（FrD=1，p<0.101）模式[69]（图

8d），该模式内部以自生的低弯度水道为特征，水道

两侧发育明显的堤岸沉积，沉积物以过路作用为主，

砂质沉积物发育在水道、朵体和远端堤岸，粉砂及泥

质沉积物主要发育在远端扇（图8e，f）；超临界海底扇

（FrD=1.17，p=0.22）内部发育单一的自生低弯度主水

道。流体厚度的增加和湍流动能的损失导致沉积物

以旋回坎的形式在河道内部向上游迁移。水道内部

的高剪切应力抑制细粒沉积物沉降，海底扇以砂质

沉积物为主，整体呈长条状，类似于现代斯瓦米什海

底扇（图8g~i）[149]。

3 讨论与展望 
（1） 沉积模拟的局限性。沉积物理模拟基于相

似性原理，需要满足几何相似、运动相似和动力相似

原则。实验模型通常按一定比例进行缩放，但某些

参数（颗粒粒度、深海高压等）难以完全模拟现实世

界条件。重力流的运动和动力相似一般通过弗劳德

表2　重力流沉积数值模拟软件主要优缺点

Table 2　Mai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gravity flow sedimentary numerical simulation software
模拟原理

水动力方程

简化的水动力方程

元细胞自动机

软件平台

Flow-3D
Fluent

Delft 3D

Sedsim
CATS

适用范围

通用的CFD软件，侧重于流体运动

过程模拟

侧重于三角洲地貌动力学过程模拟，

也可模拟重力流

侧重于盆地充填、地层叠置、

沉积过程模拟

浊流体系的流动过程和分布规律

优点

充分考虑了泥沙运动过程，

精度高，适用性广

时空尺度大，

可模拟水槽尺度—盆地尺度

计算量小，模拟时间短

缺点

方程求解复杂，对算力要求高，

模拟的时间尺度有限

前处理复杂，操作难度大

局限性大，仅适用于低密度浊流

参考文献

Basani et al.[140]

Georgoulas et al.[142]

Porcile et al.[143⁃144]

Griffiths et al.[145]

Teles et al.[138]

图 6　超临界流体结构（a，b）与亚临界流体结构（c，d）（据文献 [68]修改）

Fig.6　Fluid structures: (a, b) supercritical structure; (c, d) subcritical structure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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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雷诺数和希尔兹数等无量纲参数来约束。目前

实验中仅能保持单一参数（弗劳德数或希尔兹数）与

真实值接近，而雷诺数高于紊流界限值即可。此外，

重力流的自加速、卷吸等特性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

间累积才能够体现出来。数值模拟虽能实现与真实

模型一致的时空尺度，但由于纳维—斯托克斯公式

的复杂性，计算精度和运算时长往往成反比，一个高

精度模型计算时长高达上百万核时[68]。同时，目前的

重力流数值模拟对高浓度颗粒运动以及浊流的底床

侵蚀作用模拟效果也不尽如人意[68]。

（2） 多学科交互。目前重力流研究正迈向定量

化的重要阶段，除了传统的野外露头、地下资料、海

底监测，沉积物理模拟和数值模拟已成为重力流定

量研究的重要手段。沉积物理模拟能够有效刻画重

力流沉积过程和动力学特征，同时要求研究者兼具

地质学和流体动力学知识背景，以便分析流体水动

力现象并总结地质规律。尽管当前的重力流数值模

拟软件已相对成熟，但仍需用户具备一定的编程能

力，以根据地质背景开发新功能。因此，未来重力流

沉积模拟需要地质学、水力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学

科研究者加强合作，地质资料和过程模拟相结合，推

动沉积学理论的发展。

（3） 深水油气开发。深水重力流沉积形成了广

泛分布的重力流砂岩，并蕴含着丰富的油气资源。

传统的沉积地质研究通过露头、岩心和地震等静态

资料对重力流形成机制、沉积特征和发育模式等方

面有了宏观的理解，但在定量研究重力流沉积过程

和流体转化方面尚显不足。流体搬运过程的差异将

直接导致沉积充填样式、砂体展布及叠置样式等沉

积结构的不同。借助沉积模拟的手段可以加深重力

流沉积过程和分布规律的理解，预测有利沉积体的

分布规模和空间组合关系，为深水油气勘探提供理

论支持。

（4） 海洋地质灾害。海底滑坡是海底沉积物受

多种诱发因素发生大范围移动的地质现象[150]，其发

展演化过程包括滑动、滑塌、碎屑流、浊流四个阶

图 7　复杂地貌下重力流沉积过程及分布特征
（a，b）大褶皱小浊流沉积模式与小褶皱大浊流沉积模式（据文献[130]修改）；（c~e）正断层地貌下浊流演化过程、主要沉积区域及爱尔兰西部裂谷盆地早白垩世

海底断裂带均方根属性图（据文献[65]修改）

Fig.7　Sedimentatary process and gravity⁃flow deposition in complex land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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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151]。随着世界海洋能源开发不断向深海推进，以

海底滑坡为代表的海洋地质灾害正对水下基础设

施产生重大威胁。目前关于海底滑坡的相关研究

主要集中在海底滑坡形成机制、演化过程和对水下

设施冲击评估 3 个方面。借助沉积物理模拟手段，

可以控制初始边界条件，开展不同触发机制条件下

的海底滑坡模拟实验，制定斜坡失稳评价标准；从

海底滑坡发展规律入手，探究不同地形作用下滑坡

冲出距离、堆积宽度、堆积厚度等，建立海底滑坡运

动演化模型；最后通过数值模拟开展海底滑坡冲击

水下管线实验，建立滑坡冲击力预测公式，评估滑

坡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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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gnificance］］ Deep-water gravity flow deposits are， in effect， records of extreme climatic events and tec⁃
tonic activities （e.g. paleoseismic events）. Accumulations of these sediment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number and ex⁃
tent of worldwide reserves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The event-driven nature of the deep-water gravity flow process， to⁃
gether with the unique nature of each deposition site， present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to direct observation in the 
field. At present， simulation of the dynamics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deep-water gravity flow deposits is the prima⁃
ry approach.［［Progress］］ This study reviews the advances in both physical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processes 
and patterns of deep-water gravity flow deposits. It begins with a summary of the principles and progress in monitoring 
technology and laboratory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simulation models， then examin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such ex⁃
periments： material composition and content， flow state and energy differences in the dynamics of the fluid flow.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depositional processes of deep-water gravity flow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complex dynamics involved， in terms both of its behavior alone and when influenced by external factors （e.g.， 
contour currents）. The study also reviews advances in the simulation of sedimentary processes influenced by the struc⁃
ture of the fluid， taking account of hydrodynamic parameters and complex topography. Numerical simulation is also 
crucial to understanding deep-water gravity flow. This study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
ment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techniques and presently available numerical simulation platforms.［［Conclusions and 
Prospects］］ The limited ability of physical models to simulate the intricate dynamics and complex interactions be⁃
tween sediment particles and fluid flow in deep-water gravity flow deposits are further discussed. The spatiotemporal 
scale of a laboratory setting hinders the ability to reproduce the behavior of deep-water gravity flow that exists in real-
world conditions， and it is unlikely that hydrodynamic parameters （variation in water velocity， sediment concentra⁃
tion etc.） are accurately predicted by physical models. Numerical simulation offers a promising alternative for study⁃
ing deep-water gravity flow deposits due to the mathematical ability to work at a scale consistent with real-world condi⁃
tions. However， although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simulations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various depo⁃
sitional mechanisms that occur in deep-water environments， they have limited accuracy when applied to certain phe⁃
nomena. In particular， the accurate capture of the behavior of high particle concentrations in turbidity currents and 
prediction of the amount of erosion they cause remain significant challenges due to the uncertainties associated with 
factors such as grain size distribution and bed compositio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s crucial in confronting 
these challenges and advanc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deep-water gravity flow sedimentation.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t play during these processes will best be obtained if key results from physical model simula⁃
tion are integrated with outcomes from numerical simulation. This approach presents novel guidance for exploring oil 
and gas reserves in deep-water environments and preventing geological disasters.
Key words： deep-water gravity flow； turbidity current； physical simula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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